
全面  比较  反复
蔡 边 文

当前，全党和全国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

次史无前例的伟大进军。适应这个历史性的转折，财政工作也面临着转变思想和作风，调整比例，
整顿财政，改革体制，加强综合平衡，向实现管理的高水平进军的严重任务。在这个伟大进军中，
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前进，又要调整；既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又要从实际出发，坚持

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指引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和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

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

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

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指出周围事变的内

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坚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首先是弄清事实，正如情况明，决心大，方针对，这里的关键是情况

明一样。弄清事实，做到情况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并且注意这样一个十

分重要的问题，即：全面、比较、反复。

全 面

全面，就是既看到正面，又看到反面，既看到利，又看到弊（俗话说，有利就有弊）；既听

赞成意见，也听反对意见。简言之，就是好话坏话都要听，权衡正反两面的利弊得失，求得比较

全面的认识。唐朝魏徵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是这个意思。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研究和处理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

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所谓表面性，就是不知道从矛盾

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透过现象深入事物内部本质地看问题。一句话，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和

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而用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比如，以财经工作来说，只了解需

要一方，不了解可能一方，只了解积累一方，不了解消费一方，只了解高速度一方，不了解按比

例一方，只了解分级分口管理一方，不了解加强综合平衡一方，只了解局部一方，不了解整体一

方，只了解分权一方，不了解集权一方，只了解服务一方，不了解监督一方，如此等等。总之是

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就拿财政和财务工作经常碰到的服务和监督来说，它们本来是一件事

情的两个方面，是矛盾的统一。任何一笔拨款，支农资金也好，更新改造资金也好，基本建设投

资也好，按需要拨给，这是服务；同时，又要审查，看是否符合国家计划，是否有物资保证，是

否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这是监督，而监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是否可以只有服务而没有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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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只有监督而没有服务呢？几乎是没有的。把服务和监督对立起来，其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

它不符合实际。当然，要把服务和监督正确地结合起来，既按照计划保证各方面合理的资金需要，

为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服务，又要厉行节约，少花钱多办事；既加强监督，严格按照国家计划

和制度办事，又实事求是，使用款单位心悦诚服，感到是帮助而不是阻难，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做到需要和可能、集权和分权、积累和消费、高速度和按比例等等的正确结合，加强综合平

衡，更不是对周围事物粗略地望一望所能办到的。在这里，深入实际，向实际做调查，向群众做

调查，多看（调查问题的各个方面），多听（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多想（把调查来的情况和各

方面的意见联系起来加以思索），是正确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否有什么“妙法”可寻，“捷径”

可走，有什么不费力气的办法呢？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

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

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因此，为了弄清实事，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并从事物的各方面和它的联

系中多方面考虑。完全无调查，固然会象“盲人骑瞎马”一样，弄得“夜半临深池”。就是部分

的一鳞半爪，弄到一点材料就下结论，往往也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们的调查所以要全面深

入和系统周密，所以要从这一典型再及那一典型，就是为了全面了解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占有

材料，在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引出正确的结论。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凭主观想象，不能凭一

时的热情，不能凭死的书本，也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更不能“颠三倒

四”、“轻重倒置。”当然，全面也不是样样都有，甲乙丙丁俱全，而是要抓住能表现事物特点和本质

的那部分材料。
为了弄清实事，要多方征求意见，特别要注意听取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的意见。《吕氏春

秋》上说：“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人”，“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就是

这个意思。为什么孪生子别人不易辨认，而作母亲的不会认错？就是因为她“知之审也”。所以

我们要向那些“知之审”的同志征求意见，而不是只浮在上面“坐而论道”。有时议论纷纷，争

论不休，并非坏现象，相反，“鸦雀无声”，倒反而不妙。唐太宗很赞美魏徵的批评和建议，
“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也是以反面的东西警惕自己。弦指弓弦，韦指熟皮。古人说：西门

豹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弦韦非能言之物，而古之贤者还引以自匡。
我们有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弥补自己之不足呢？独断专行，搞一言堂，瞎

指挥，其所以要不得，非改正不可，就是因为它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

“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

现。”依了它，要坏事，甚至亡党亡国。

比 较

比较，就是把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和各种意见，加以分析比较，求得正确的结论。俗话说：不

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就是比较。

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要了解事物，必须从联系中去了解，从比较中去分析。真理和谬误，香

花和毒草，真善美和假恶丑，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怎样进行比较呢？不外“左右前后法”，“古今中外法”。在这方面，毛主席研究问题为我们树

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

左右的比较：如论持久战，拿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比较：日本小而强，但退步寡助，中国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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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但进步多助。从这比较中，证明亡国论是不对的，速决论也是不对的，正确的结论是，坚持

持久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到扩大红军，收土

地税和推销公债工作中，模范的长冈乡和才溪乡同官僚主义的汀州市相比，也是一种左右的比较。
前后的比较：如统一战线政策，拿陈独秀和王明比较，一个是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团结，不

讲斗争，一个是左倾机会主义，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

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关于财政政

策，既反对不顾抗战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又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

顾抗战需要的“竭泽而渔”的国民党思想，提出党的正确口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

“军民兼顾”。这也是一种类似前后的比较。
“古今中外法”同“左右前后法”相类似，不外乎有横的比较，有纵的比较。这种比较，可

以放在古今背景上去看，放在中外背景上去看。比如毛主席讲民主集中制，以楚汉相争，刘邦得

胜，项羽失败，说明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说要是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一个人称霸，应当叫做霸

王。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这就是古今的比较。在“论十大关系”中，讲

企业管理方法，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有原则地好好学过

来，以利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中外的比较。当然，用“古”比，不一定都同几千年、几百年

前比，同上年、同历史最好或最坏年份比也是“古”。同“外”比，不一定都同外国比，这个部同

那个部比，这个省同那个省比，这个厂同那个厂比，也是同“外”比。
进行这样的比较，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
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常用的新旧对比；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编者按语中，毛主席赞扬

的“四对比，五算帐”；物价工作中的工农产品比价，粮棉比价；我们财务统计报表中，不但有绝

对数，而且有相对数（百分比），不但有本期实现数，而且有同去年同期的比较，有时还加上同历

史最好水平、同行业最好水平的比较数字，等等，都是为了通过分析、比较和综合，求得对客观

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修建一条铁路、一个工厂、一个矿山，或提出某项工作的 改 革措

施，往往要拿出几个不同的方案，供选择，也是这个道理。人们常把“诸葛亮”当作聪明多智的

象征，什么叫聪明？耳朵灵就是聪，眼睛亮就是明。一个人耳聪目明，就是善于观察各种事物，听取

各种意见，并加以科学的分析、比较和综合研究。一句话，就是善于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句

话正是出自诸葛亮的 “与群有教篇”。人们遇到困难问题，启发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叫做 “开个

诸葛亮会”，这是很正确的。
比较，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方法，所以毛主席曾说，要“把向别部、别省、别市、

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反 复

反复，就是经过调查和比较，事情初步定下来以后，还要再冷静下来，摆一摆，想一想，即

使是一致同意的，还要设想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反复加以思索。反复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弄

清实事。
我们常常看到党中央对某一问题已经做出了决定，但往往先以草案或试行草案的形式发下去，

一面征求意见，一面试行，然后根据试行的结果加以修改，再作为正式文件下达。这也是为了进

一步弄清实事的一种反复。
我们所以在全面调查和分析比较，事情初步肯定之后，还要这样反复思考，是因为全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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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是件困难的事，不能一蹴而就。第一，事物是互相联系，而又不断变化的，而且在一般情况

下，又总是把表面给人看，而把本质隐藏在它的内部，总是把一面显露在人前，而把另一面隐藏

在它的背后。道听途说，无根据的传闻，听多了也往往深信不疑，所谓“三人成市虎”，所谓“事出有

因，查无实据”，原因往往也在这里。第二，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要不断

根据情况的变化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这里试举一个盐场，对卤水深浅同海盐

增产关系的前后三次试验和作出三次规定的例子：第一次试验，在晒盐旺季，天气晴朗，卤水蒸

发很快，卤深二到六厘米不同深度的试验证明：深卤增产14.5%，因此，他们作出了“深卤结晶”

的规定。第二次试验，在晒盐淡季，春雨连绵，时阴时雨，试验结果证明：浅卤比深卤增产25%，
从而又作出了“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规定。第三次试验，又是在晒盐旺季，但

由于天气反常，时阴时雨，结果深卤减产，个别浅卤反而增产，问老工人是什么原因？回答说：

“看天行事呗！象这种半阴不晴天，卤深吃亏，卤浅结晶快”，从而又进一步作出了“以深为主，深

浅结合，随天应变”的规定。拿财政工作来说，关于上年财政结余能否动用的问题，也经历过：全

部可以动用，一律不准动用，一般不宜动用和看情况可以部分动用的反复过程。这些例子说明：

即使是实践检验过的客观真理也有它的适用界限，要同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因地因时制宜。第

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事情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

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这一步和下一步的相互衔接，等等，尽可能周到一些，

谨慎一些。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一种意见多数人赞成，就认为万无一失。应当冷静下来，看它是否还有偏

差，还有漏洞，还有不足和可能引起误会之处。甚至还要自己设想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这种反

对意见可能来自同这件事有关的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看能不能说得通，说得服。比如，现在

大家讨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提出变企业自有资金的无偿占用为有偿占用（要计利息），变

基本建设无偿拨款为贷款计息，这有国外经验可供借鉴，可能是个好主意。但还要设想：我们在

大跃进时期，不是实行过“全额信贷”，即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都由银行贷款，都计利息吗？效果

如何呢？我们对农业的支援，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都发放过，不是有的最后收不回来，核销了几

十亿元吗？又比如，有人建议：应当把税收提高，给企业留较少的利润，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
这可能也是个好主意。但还要设想：我们的商业企业利润一般比较少，而大庆油田的利润比较高。
但是，利润少的商业企业不见得比利润多的大庆油田经营管理好。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考

虑问题能够反复推敲几种反对意见，并且试着作出满意的答复，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得周到些，
深入些，就会把这一措施同其它措施联系起来思索，而避免一厢情愿，孤立地看一个问题，绝对

化。
所以，我们也不要看到一种意见，多数人反对，就认为一无是处。有时真理并不一定在多数

人手里。苏联布尔什维克处理布勒斯特和约问题，我们党处理西安事变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即使是错误的意见，里边也可能包含几分正确的东西。因此，对少数人的意见，要 更 加 重

视，仔细地研究。如果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那就应当说服多数人，一时说不通，可以等待。
但共产党人应当永远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不能是相反。

全面、比较、反复，这样是否会造成举棋不定，办事拖拉？不会这样。第一，这里说的是有

待决定或修订的大事，不是有了决 以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应当这样。第二，这正是

列宁所说的 “七次思量，一次剪裁”，决定以后就全力以赴地干，一干就干出个名堂来。这同犹

豫不决，拖拉作风，毫无共同之处。相反，有的在基本建设中违反这个原则，边勘探、边设计、

边施工，变成边建、边改、边迁，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欲速不达，就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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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它的方法论。拿这个世界观去认识世界，指

导革命，从事生产，指导实践，就是方法论。世界观离不开方法论，方法论又离不开世界观。因

此，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比较、反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造客观

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否则，尽管下去了，调查了，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仍然

不能奏效。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我们吃唯心论、形而上学和片

面性的苦头够多了。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用唯物

论和辩证法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

论和形而上学，这是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一个关键问题。

请 收 下 我们 心 中 的 花

陆 家 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

报似和煦的春风，吹暖了人

们的心扉，似淅淅细雨，滋

润着人们的心田。我们财会

人员的心啊，也跟全国人民

一样，蓓蕾绽放，春意盎然。在这红旗猎猎，

春潮滚滚的大好形势下，请让我代表财会战线

广大干部和职工，把我在伟大的“四五”运动

中拍摄下的人民群众勇献心花，捍卫丰碑的照

片，作为一份战斗的礼品，献给周总理的英灵

吧！

周总理逝世时，我在第二炮兵后勤部任财

务助理员。噩耗传来，我和战友们都哭了。大

家多么希望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啊；然而，连

这么一点小小的请求也遭到了非难。就在我们

八亿神州齐落泪，五湖四海放悲歌的时候，“四

人帮”却幸灾乐祸，暴露了原形。一九七六年

的三月五日，本是周总理离开我们以后的第一

个诞辰纪念日，我们眼巴巴地盼望报刊上刊登

一些悼念周总理的文章。然而，三月五日的文

汇报竟明目张胆地删掉了周总理 “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题词。如此辱我丰碑，奸我民意，人

民岂能忍受！从这以后，我们开阔了眼界，对

待这伙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们，疑问 多于轻

信，不满多于顺从，人们终于从会下的牢骚和

公开的假话中挣脱了出来，多年的不满一下子

发展成为愤怒、仇恨和对“批判”的批判。一

场批判“四人帮”、捍卫周总理，保卫“四个

现代化”的战斗在全国打响了，天安门事件则

是这场战斗的一个缩影。三月廿二日以后，北

京人民陆续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烈士纪

念碑前。一到夜间，花圈就被收走了。战友们

火了，军营里出现了公开的呐 喊：“让他 们收

吧！收走一个，定会出现一百，一千、一万…

…”，为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表达人民

战士对周总理的一片深情，参谋张喜禄、陈传

玉等二十四名同志，于三月三十日凌晨，把他

们精心制作的大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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